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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文章通过对近年来有关我国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文献的梳理 , 指出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 , 我

国的教育分层逐渐从集体排斥转向个体排斥。但在当今教育扩展的大背景下 , 我国教育不公平问题依

然严重 ,集中体现在优质高等教育的获得上。同时指出国内对教育分层具体机制和途径的研究仍略嫌

不足 ,尚有诸多问题有待拓展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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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能获得数据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中 ,对`谁走在最前面' 这一

问题的最好回答 ,就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 。”[ 1]而中国人也基本秉持“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

高” 、“学而优则仕”的理念 。整个世界(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 20世纪都经历了急剧的教

育扩张过程 ,尤其是 20 世纪后半叶[ 2] 。中国自不例外 ,小学入学率 1949 年为 20%, 1965 年为

85%,2007年为 99.5%;20世纪初出生的人约 30%接受过教育 ,而 60年代出生的人 96%都接受

过教育[ 3] 。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更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入了大众化教育时代 ,但并

不是所有人都获得了同样的教育 ,更不是所有人都走在了前面 。在这一教育普及化和大众化的过

程中 ,社会学更为关注的是哪些人从中受益、哪些人获得了更多更好的教育 、哪些人因此而走在了

前面 。近年来研究中国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的大量文献都可看作是在努力揭示上述几个问题的答

案 ,本文则尝试对之做一梳理 ,以图提供一幅更为清晰的画卷。

教育既是一个资源消耗过程 ,也是一个自我能力增强的过程 ,其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尤其是优

质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同时也是社会分配资源的机制。帕金认为 ,任何社会都存在一套程序或规范

体系 ,使得资源和机会为社会上某些人享有而排斥其他人;在社会分层方面有两种排斥方式———集

体排他和个体排他。集体排他的典型是种族主义(如以前的南非),但易产生社会对立 ,不利于社会

的稳定;个体排他主要通过财产和教育文凭 ,社会成员对排斥通常会归因到自己身上 ,而不会对排

斥其的体制有过多不满。现代社会的基本趋势是从集体排他转向个体排他[ 4] 。本文将沿着帕金

的“社会排斥”思路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 ,探讨建国至今的教育分层状况 。第一部分讨论建国至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教育分层状况;第二 、三部分分析改革开放后的教育分层情况 ,由于对这一阶段

的研究文献相对丰富 ,我们从教育对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社会阶层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两个方

面来梳理;第四部分进行总结和讨论。在试图明晰建国以来教育分层变迁趋势的同时 ,我们注重教



育分层具体的作用机制 ,并且时刻关注国家政策对这一过程的影响①。

一 、建国至改革开放期间教育公平发展概况

对于这一阶段我国教育公平的研究 ,学者更多地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力量和政治生态变迁对教

育获得的影响[ 5-6] 。该时期政府所设立的教育获得进入标准主要有三条:学业成就(考试成绩)、

家庭成分出身和个人政治忠诚度。李春玲基于一项全国调查数据发现② ,1940年以来 ,中国社会教

育机会分配形态的变化趋势经历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发展阶段:1978年以前 ,从极度不平等向平等

化方向演变;而 1978年之后 ,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逐步加强 ,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

得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 6] 98杨东平指出教育发展变迁的背后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 、国家的发展目标

和发展模式的变化[ 7] ③。他们都认为意识形态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变动导致了教育不平等的弱化或

增强 。

建国之初的新中国教育延续了解放区的教育方针 ,兼具强烈的革命意识和平民意识。在文革

前和文革期间 ,中国政府采用了三种手段来促进教育机会的平等化:扩大教育系统;实施大众教育

(成人教育)规划;采取行政手段来增加工农子弟的入学机会 ,如“推荐入学”和“同等条件优先等政

策措施” 。其直接后果是高教机构中的工农子弟从 1953年的 28%激增到 1958年的 55%,1965年

达 71%[ 1] 399 ,从而使导致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影响不断

减弱(但政治资本具显著正向影响),到 20世纪 70 年代达到最低点[ 6] 94 。但有学者根据一项全国

城乡抽样数据和地方资料指出 ,在 1949—1956年间 ,与其说教育机会偏向于工人农民阶层 ,还不如

说是更多地倾向于干部和军人[ 8] 。此时的精英教育使人们的社会地位获得趋于等级化 ,而急剧扩

展的平民教育使全民的文化水平与素质得到提高 ,所以那些注重教育的知识分子及其他阶级成分

不好的家庭的子女 ,仍然能够在文革前得到一定的教育机会
[ 9]
。

特雷曼(T reiman)等 1989年对 21 个国家以及 1993年对 26 个国家数据的分析表明 ,父亲受

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 ,子女受教育年限增加半年;而中国建国后第一个同期群的子女受教育年限只

增加了 0.23年 ,第二个同期群只增加了 0.11年[ 1] 418 。而沙威特等比较研究了 13个国家的教育获

得情况 ,并没有发现 3个东欧国家(捷克 、匈牙利和波兰)与 10个工业化市场国家之间存在系统差

异[ 10] 。因此中国被认为是通过政治力量来干预和推进不同阶层教育机会平等化的典型例子。但

不少学者对这一点提出疑问。杨东平认为当时的教育平等强调“阶级内”的平等 ,对“非劳动人民”

子女实行具有歧视性的“阶级路线”政策 ,以严重侵犯某些阶层受教育权利的手段来支持另一些阶

层的受教育权利;同时“阶级内部的利益也是等级化的 ,出现了干部阶层子女的教育特权[ 7] 3 。张翼

指出建国以来不管在哪一历史时期 ,父亲职业地位越高 ,其子女所获教育文凭就越高[ 9] 。周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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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他把我国教育公平发展较为清晰地划分为四个各具特点的不同阶段:即“文革”前 17 年 、“文革时期” 、实行改

革开放的 20世纪 80 年代以及 90 年代中期以来。

本文在梳理文献时尽量指出其所引数据的来源和范围 , 因为数据收集的时间 、样本范围都对其结果和解读有

重要影响。

限于篇幅 ,本文不对社会分层和教育公平的概念进行讨论 , 但并不代表概念的探讨没有意义 , 对“教育公平的

定义不同 ,无疑将影响对现实的评价;而社会分层的框架如果不能把握住当今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和深层变

化 ,那么根据其所得到的对教育公平的认识必然流于肤浅甚至虚假。因此本文的教育公平主要采用广为所知

的胡森的起点 、机会和结果三分类的教育公平。至于社会分层 ,则尽量指出所引文献中的阶层划分类型 , 以利

读者考辨。对于建国以来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状况的时期划分 , 虽不同学者各有所执 ,但相互间并无冲突 , 都

把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作为最重要的分水岭。本文中对教育扩展背景下的城乡差异 、性别和族群不平等都未作

梳理和探讨。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研究也称为教育分层研究。



等也发现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而言 ,官僚阶层在为其孩子提供教育上最具优势 ,即便是在激情如火

的文革时期[ 11] 。学者对这一时期教育公平问题的争论 ,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生态 。建国到文革

结束期间 ,政治运动迭起 ,个人职业地位变化起伏非常大 ,而职业地位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来自于职

业所连带的资源 ,因此家庭背景和教育获得发展间的关系随时间有很大起伏变化 ,尤其在城市之

中。刘精明指出 ,父亲职业地位对子女教育获得影响的两次中断 ,分别是在大跃进和文革结束后社

会大规模调整个人职业地位的时期
[ 8] 225

。这样有时就会给人以该时期我国教育机会平等化程度

很高的假象。建国初期很长一段时间内 ,大量革命军人和干部的文化程度较低 ,其子女却能在建国

后优先获得良好教育 ,因而特雷曼等的研究表明了在代际优势传递中文化资本作用的减弱 ,却不能

反映当时政治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强势决定作用。

当时政府实行的教育政策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各阶层间教育结果平等的追求 ,而这一目标在教

育总量较小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通过扩展所有人的教育机会实现的 ,因此唯有采取强行政治干预以

减小各阶层间的差距 ,但其效果如何却值得怀疑和深思。学者对文革期间不同阶层子女教育获得

的研究有助于弄清国家力量(政治运动)对教育获得机制的影响 。在 1966—1976年文革期间 ,一般

而言 ,是“根正苗红”的人能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 9] 83;而文革对农民的冲击并不大 ,虽然是以低劣

质量为代价[ 7] 5 ,但 10年间其平均受教育年限稳步上升[ 1] 425 。白威廉(Parish)通过对 1972—1978

年间迁居香港的 132位中国大陆移民进行访谈 ,得到了他们 2 865位邻居的数据。从中他得出的

结论是:文革这一社会事件对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进行了彻底清洗 ,使得当时中国中上阶层父母对

其子女“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地位”的提高爱莫能助 ,从而使中国从建国初期比较平缓的社会分层

结构转变为文革时期的“非阶层化”(destratification)大平均主义结构 。[ 12]但另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

看法 ,刘精明通过事件史分析 ,发现只是在文革前期高中教育的获得模式发生了剧变 ,而其他阶段

的教育获得模式并无重大改变;在文革后期 ,教育获得的一般模式在各阶段教育都有更为强烈的回

复。因此他强调面对文革的冲击 ,个体以家庭为单位 ,或努力抗拒这种冲击 ,或利用冲击所造成的

混乱 ,透过权力因素延续其代际影响[ 13] 。邓等认为此时的中国是国家作用于社会流动的一个极端

例子 ,以损害一些团体的利益为代价来促进另一些团体的向上流动。这种干预短期来看可能是成

功的 ,就长期而言则很可能是失败的 。[ 1] 425① 这都表明教育机会的阶层代际传递模式具有极为顽

强的惯性 ,其所依赖的文化资本 、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贯穿于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微观运作策略之

中 ,因而整个社会的教育公平不可能通过政府一纸红头文件一蹴而就 ,教育公平之路必然是“路漫

漫其修远兮” 。

对这一时期社会分层与教育获得研究的最重要理论收获是凸显了国家力量对个人生活机遇

(包括教育获得)的重要作用 ,弥补了强调教育扩展的工业化假设和强调不平等维续的再生产假设

的不足
[ 14]

。

二 、教育与社会地位获得:精英的流动还是再生产 ?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不再是“三大阶级一个阶层(干部 、工人 、农

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简单划分。这一变化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关

于“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 。倪志伟(Victo r Nee)于 1989年首先提出该理论 ,其基本假定是:市场经

济与再分配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形态 ,与之相联系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分层机制 。他

认为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 , “市场的分配原则”将取代或瓦解“政治的分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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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他们指出 ,即使在中国 , 增加教育机会公平主要是依靠教育扩展的政策 ,而非“损一部分人 、利另一部分人”的

政策措施;也即主要依靠做大蛋糕 ,而非改变蛋糕的分配方式。



则” ,并认为“市场转型将提高教育投资的回报”[ 15] ①。我们将简要探讨从建国经改革开放至今 ,教

育水平对个人阶层地位获得和收入(教育回报率)影响的变迁过程 ,并从该视角出发来分析近年来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

(一)职业地位获得和教育回报率

通过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国际比较研究 ,胡森发现发展中国家精英式高等教育的收益主要

是声望和荣誉性位置 ,发达国家则主要在物质方面
[ 16]

;但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或改革初期 ,教育对个

人地位获得的作用并不明显。林南等人 1983年在北京 、1985年在天津的调查都显示:教育对男性

职业获得影响并不显著 ,其初职地位获得主要是通过父亲对儿子“工作单位”②的影响;而女性则更

多依靠教育以进入核心部门(国有单位)[ 17] 。

通过建国以来单位属性和教育程度对职业地位获得影响的比较 ,张翼发现教育程度影响呈现

类似正弦函数的曲线发展 。1949 —1956年 ,全民单位影响较大;但在 1957—1965 年期间 ,受教育

程度影响力大于初职单位;在 1966—1976 文革时期 , 能够在全民单位工作无疑更重要;而在

1977 —1991年 ,初职单位影响力回落 ,受教育程度影响力开始增长 。自 20世纪 90 年代以后 ,来自

于父亲单位的影响进一步减弱 ,个人教育作用力有所加强(尤其是对初职单位影响上)。[ 9] 86对 20

世纪末期城市职工代际流动的研究发现:个人受教育程度已经成为影响城市职工代际流动的首要

因素 ,其次才是父辈职业等级和教育;而农民是否向城市转移及其收入水平也和教育水平呈明显正

相关
[ 18]

。刘精明也发现在改革过程中进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教育标准 ,经历了由中等职业技

术教育向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并正向正规的高等教育逐步转化的过程[ 19] 。获得优质高等教育对地

位获得作用无疑更为显著 ,如清华大学 1982—1986年 4 615名学生中 ,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和中

央直属企事业单位的比例高达 58%
[ 20]

。这都显示个人受教育水平对自身职业获得的作用日益彰

显 ,职位的录用标准从论资排辈 、家庭出身逐渐走向学历决定。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仅表明教育对

个人社会流动的作用增强了 ,并不必然意味着向上流动的壁垒减弱了 ,因为教育文凭本身也可以成

为壁垒之一。

从受教育水平对收入影响(教育回报率)的角度来看 ,改革开放前后也存在巨大差别。改革开

放前 ,受教育水平对个人经济收入并无显著影响;改革开放后 ,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机制(能力主

义)逐步取代传统计划经济的分配机制(平均主义),教育的经济收益率不断提高 ,但不同阶段教育

对提高个人收入的作用力各不相同 。全国范围内 ,初中学历对提高收入作用力最强 ,而高中(包括

中专)、大专(及以上)和小学学历的作用力依次减弱。城市中 ,高中和中专学历最有利于收入增长;

在农村 ,初中学历经济收益最好。体制内是大专及以上学历经济收益较高;体制外 ,经济收益较高

的是初中、高中和中专。[ 21] ③ 但吴晓刚等通过“选择流动模型”发现市场化部门中收入对教育的回

报作用只限于最近进入市场者 ,而早期进入市场者在收入水平和教育回报上与国有部门工作人员

没有区别;因此他们对市场化(即体制外部门)增加教育回报这一命题提出疑问[ 22] 。在他们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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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但李春玲也指出影响教育经济收益率的重要因素依然是城乡二元结构 , 城镇就业人员教育经济回报率

(11.4%)远高于农村就业人员(4.3%)。

改革开放前及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 单位对我国城市民众的社会生活一直有巨大影响。对个人教育获得的

影响 ,主要表现在就业之后的教育经历。全民所有制单位 、党政机关及国有事业单位和行政级别较高的公有

制单位控制了丰富的社会经济资源 , 从而能向其工作人员提供较多的教育机会 , 尤其是中高等教育学历或

学位。

但魏昂德(A.Walder)指出 , 市场本身不是问题 ,其影响是通过资产配置 、新兴市场的特性及市场经济赖以建立

的政治进程起作用的(见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他提醒我们考察市场转型对不同群体的影响

至关重要 ,它并非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必然有利于弱势群体 , 或一定能减弱由于再分配所带来的不平等。

其作用受到具体的社会情境和制度运作的影响和制约。



通过教育获利的依然是那些原来的体制内精英①。李路路通过对 1998年北京 、无锡 、珠海三地

3 975个样本调查的分析 ,也悲观地认为各阶层内部的继承性仍是中国社会主要特征 ,即使再分配

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也没有改变上层阶级的自我再生产特征
[ 23]

。

(二)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

上述研究与其说验证了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假设 ,不如说更契合布劳和

邓肯关于社会分层随工业化发展而变化的推断———教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但家庭背景的作用依

然显著。如在我国高校毕业生求职中 ,家庭背景越好 ,毕业时落实率 、升学率和起薪就越高
[ 24]

。正

如李路路所言 , “无论在改革前 ,还是改革后 ,虽然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关系存在一定流动性 ,

但相对于流动性来说 ,阶层的继承性或复制能力远强于他们的流动性”[ 23] 115 。教育似乎成了一种

排斥下层子弟向上流动的手段 ,在整个市场转型过程中受益的依然是旧体制中的政治精英 ,这就是

与倪志伟等人的“精英循环流动”观相反的“精英再生产”观点。宋时歌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

两方面:一是我国筛选干部的标准发生了变化 ,干部成为再分配体制中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群体;

二是政治精英熟悉再分配体制运作规律及其漏洞 ,并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 ,从而确保其能在市场竞

争中获胜[ 25] 。

在改革开放 、市场转型初期 ,社会向人们提供了大量向上流动的机遇 ,从而出现了精英循环与

再生产共存的局面 ,教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社会中上层的职位(位置)永远是有限的 ,不

可能无限膨胀 ,因此到了一定的时点 ,试图向上流动的底层精英与努力保持其优势地位再生产的上

层阶级必然产生矛盾和冲突 ,这一冲突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

问题。共青团中央学校部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

查报告”显示 ,当年有近三成的本科应届毕业生未找到工作 ,其中 42%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

社会关系、托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 26] 。这不禁让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教育真的有助于人向

上流动吗 ?

学者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分析主要侧重于高校毕业生总量矛盾和人才就业结构矛盾两

方面 ,而从社会分层角度出发者较少。一部分学者认为都是“扩招惹的祸” ,认为自 1999年以来高

校的盲目扩招是造成“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的主要原因[ 27] 。有学者通过与美国的经济和高等教育

总量的比较研究 ,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已经是超前发展了[ 28] 。另一些学者则强调我国高校毕业生并

未过多 ,问题在于结构不合理 ,导致失业与岗位稀缺现象并存 ,我国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仍落后于发

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
[ 29]

。从教育与社会地位获得的角度出发 ,高校扩招给更多的人提供了向

上流动的机会 ,这也是大学生就业预期普遍偏高的原因之一;但中上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优势地

位 ,必然动用各类经济 、社会资本把历尽千辛万苦踏入高等教育门槛的下层大学生从优厚职位上排

斥出去 ,即所谓社会流动潜规则(获得高收入 、高地位的社会位置并不完全取决于所受的教育程度

———文化资本、个体先赋特征更为重要)的作用已经高于显规则(好的教育获得好的职位)
[ 30]

。

三 、社会阶层地位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不可否认 ,在我国 ,受教育程度对个人职业与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日益显著。与此同时 ,中上

阶层传承其优势地位的主要渠道 ,也不再主要依赖于不平等的制度性因素(如分割市场中的单位部

门等),而转变为对教育获得的依赖 。改革开放后 ,相对于文化资本而言 ,其他资源(政治 、经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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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和孙立平等人提出的“总体性资本精英”概念有相通之处 , 它指代那些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

风潮中都没有落下的群体 , 即所谓“不落空”现象:包括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高考 , 80 年代初的出国 , 80 年代的

“官倒” , 90年代初的“下海”和 90 年代中期的“买文凭”(见李培林等 ,《中国社会分层》 , 2004:58-59)。



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日益增强[ 31] 。周雪光等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中的教育不平等现象急

剧增加 ,其中获益最多的是包括高级干部、专家 、大城市居民在内的优势阶层子弟[ 11] 217 。杨东平利

用 2003年对全国 10个城市高中生抽样调查数据与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数

据 ,指出高中入学机会阶层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 0.4[ 32] 。郭从斌等通过对国家统计局城调

队 2000年全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量居前列的优势社会

阶层 ,如机关 、企事业负责人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其子女接受的教育层次主要为高等教育;而文化 、

经济资本占有量均处劣势的其他社会阶层子女主要接受的为初 、中等教育[ 33] 。在基础教育基本普

及的现代社会 ,高等教育对个人地位获得的作用日益凸显 ,但由于教育的累积性 ,没有获得优质的

初等和中等教育 ,就很难踏进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的大门。现阶段 ,获得正规大学教育是

进入中上阶层所必需的入场券 。随着 1999年大学的扩招 ,进入该阶层职业的门槛已经越来越倾向

于重点大学或研究生学历①。

米尔斯(Mills)在《社会学想象力》的开卷说道:“现在 ,人们经常觉得他们的个人生活充满了一

系列困境 。”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对此提出的问题是:“有多少人 、哪些人感到生活的哪方面陷

入了何种困境? 他们受此困扰多久了? 何时他们才会感到自由些?”[ 34]同理 ,对于家庭背景对教育

分层的影响 ,我们更想了解的是其中具体的机制和途径。因此首先考察不同阶层子女在初中等教

育阶段的差异 ,然后再探讨阶层对子女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专业选择)的影响 ,把关注点放在

不同阶层为争夺教育机会以及优质教育资源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和运作方式上。其中国家政策和教

育体制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视 ,从“就近入学”和高校扩招政策的影响中可见一斑②。

(一)社会分层与初等 、中等教育的获得

2007年我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9.5%,初中毛入学率为 98%,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为

80%,而高中毛入学率只有 66%[ 3] 。这表明我国义务教育已基本普及 ,初中升高中成为教育分流

的关键点 ,升入中专 、技校 、一般高中还是重点高中成为今后能否进入高校或者重点高校的重要征

兆。不同家庭对子女有不同的教育期望 ,教育期望可以看作是一种潜在的教育机会 ,正是在教育期

望的驱动下 ,不同阶层的家庭调动各种资源采取各种策略来使其子女获取更好的教育机会 。如刘

崇顺等于 1992和 1993年对武汉 5所中学的研究显示家庭文化资源(家庭藏书数量 、订阅报刊数

量)和家庭住房条件与教育机会获得有较强相关性[ 35] 。同时教育具有累积性质 ,由于我国长期以

来实行重点学校制度 ,资源向重点学校严重倾斜 ,导致校际之间教育质量严重不平等 。虽然政府三

令五申要求“就近划区入学” ,但“择校”之风却屡禁不止 ,甚至越演愈烈。因此在初中等教育公平研

究中 ,学者们更为关注的是谁获得了优质教育 、谁获得了较高的学业成就及其背后的原因和机制 ,

我们主要从教育分流(就近入学与“择校”)、教育期望和社会资本两个方面探讨社会阶层的影响。

1.教育分流:就近入学与“择校”

教育分流是教育体系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 ,是指依据学生的学业考试成绩和学术取向测试 ,

将学生分层别类 ,使之进入不同的学校和课程轨道 ,并按照不同的要求和标准 ,采用不同方法 ,教授

不同的内容 ,使之成为不同规格和类型的人才 。教育分流直接为学生从事不同职业和进入不同社

会阶层奠定了基础
[ 36]

。教育分流可以分为校内分流和校际分流 ,前者如划分所谓的快班 、慢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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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改革开放前教育分层的研究强调国家力量的决定性作用 , 而改革开放后不同阶层对政策的作用无疑有所增

强;因此研究近年来国家政策对教育分层的影响不同于强调国家对个人生活机遇的决定性作用。

刘精明认为存在两种基本教育类型———生存教育和地位教育 , 前者指个人为适应某一社会的基本生存而必须

接受的教育;后者指超出基本生存所必需的 、以获取更好的社会职业地位为指向的教育类型。两者界限并非

固定不变 ,而是与技能变迁教育扩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参见文献 2005 ,(8):76-93)。



实验班 ,后者则与我国的重点学校制度相联系①。

自 1999年起 ,我国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超过了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应届高中毕业生进入高等

教育的比例从 1990年的27.3%上升到2001年的 78.8%,而相应初中升高中的比率只是从40.6%

增加为 52.9%。由于重点高中升学率和考入重点高校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学校 ,导致中考竞争愈加

激烈 ,其程度不逊于高考;而学生家庭背景强烈影响着学生能否进入重点中学(优质教育)。杨东平

对 10个城市 40所高中的近 4 00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 ,城镇户口和中高阶层家庭的

学生更多地集中在重点中学 ,而农业户口和低阶层家庭的学生多在普通中学[ 37] 。方长春等对马鞍

山市初中毕业生的调查也发现 ,对学生所进入高中的等级影响最大的是父母亲的文化程度 ,其次是

家庭收入 ,再次是父亲职业[ 38] 。导致这一分流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 、中上阶层家庭有充

足的文化资本 ,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家长对课业的辅导 ,使其子女在考试竞争中容易获

胜;二 、市场化转型本身带来的不平等 ,经济资源较多的家庭可以通过选择优质民办学校来提高子

女的学业成绩;三 、中上阶层家庭通过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的不合法运作来获得优质教育机会②。

学校为了自身利益采取收赞助费、扩大择校生名额 、公办“名校”办“民校”等手段来获取经济利益和

资源 ,不仅导致学校教育质量滑坡 ,也使下层民众子女获得优质教育的渠道日益狭窄 。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教育的延续性和累积性导致升学竞争下移 ,教育获得的阶层分化不断

提前 。从教育体制来看 ,教育分流存在于初中毕业的升学考试;但由于重点学校制度的存在 ,隐性

的教育分流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了 。而金钱和权力对择校的影响作用 ,导致在初中毕业升学

考试时所进行的教育分流完全丧失了起点和过程平等 。这也引发了有关就近入学和“择校”问题的

争论 。

我国 1992年 3月 14日颁布的《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五章第二十六条:“小学的设置应当有

利于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 。“就近入学”是各国在基础教育阶段普遍实行的政策 ,其根本目的

就是方便学龄儿童、少年入学③。但在我国现实情境中 ,这一政策与择校相结合后却带来了严重的

教育不公平 。2003—2004年哈尔滨问卷抽样调查结果表明 ,现行的政策已经导致不同学校学生的

家庭背景之间存在显著差别 ,教育不平等现象相当严重
[ 39]

。2004年对南京城区的一个调查也显

示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父母亲职业地位及学历等因素都与子女初中就读学校的质量等级之间存在

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划区就近入学限制的只是那些没有能力给孩子择校的家庭 ,家庭经济地位高的

家庭 ,在制度允许范围内 ,可以通过金钱择校或跨学区就学和户籍迁移等手段 ,为孩子择校[ 40] 。毫

无疑问 ,各种择校措施对没有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的下层民众来说近乎天方夜谭 ,因此就近入学政

策表面上看似公正公平 ,但所引发的择校现象却有利于中上阶层群体 ,导致义务教育阶段的不平等

程度日趋严重[ 41-42] 。

因此择校现象所引发的教育不公平之根本原因仍在于长期重点学校制度所导致的巨大校际差

距。中上阶层利用手中资源把下层子弟排斥在优质教育门槛之外 ,使得大部分下层子弟根本无缘

参与高等教育的角逐;下层民众除了在“唯有读书高”的信念下鞭策其子女努力学习外 ,鲜有可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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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为了贯彻这种入学原则 ,教育行政部门采用“学区制” , 以特定的某一学校为中心 , 以一定地理范围为标准 , 学

生不得跨“学区”和“施教区”选择学校 , 学校也不得选择学生 ,一切适龄儿童 、少年就近入学。

这一现象在现阶段是较为普遍和严重的。虽然教育主管部门对高中择校做出“限分数 、限人数 、限钱数”的严

格规定(如北京市规定择校生数为招生数 10%,降分不超过 10 分 ,择校费不超过 3万元), 但杨东平指出 , 调查

显示 ,各地通过缴纳赞助费或择校费进入高中的学生比例几乎都超过 10%, 最高近四成。 尤其是重点高中的

竞争 ,除了分数之外 , 经济 、政治资本成为最重要砝码 ,如一些地方的“特价生”现象就表明要获得优质教育 , 不

仅要有钱 ,还要有“关系”(见文献[ 8])。

我国已经废除了重点学校制度 , 但其作用无疑是长久的 , 不可能凭一纸行政命令而骤然达到学校之间的平等

化。有关重点学校的论述可参见杨东平著《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 2006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用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资本 ,也正因如此 ,他们对其子女教育获得的期望也往往低于中上阶层 。

2.教育期望与社会资本

教育期望是指家庭或学生个人对其未来所能获得的最高教育水平或学历的预期或想望。它具

有很强的主观性 ,不等于实际获得的教育程度 ,但却对实际教育获得有很大影响。霍尔等在 20世

纪 50年代对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学生进行调查后发现 ,城乡男生之间的教育期望(aspiration)水平存

在智力因素所无法解释的显著差别
[ 43] ①。

我国对教育期望的研究起步于 20世纪 90年代初期 。对武汉市中学生的追踪调查发现 ,男生

升学期待高于女生 ,前者倾向于重点高中、普通高中 ,后者倾向于中专 、中技和职高;作者认为这反

映了家长和社会对男女教育获得具有不同的期待[ 35] 104 。董泽芳等对 5 省农村初中生的调查也显

示性别对初中后教育流向有显著影响
[ 44]

。但杨春华在 2000年对乌鲁木齐和长春市部分小学五年

级和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及家长的调查却显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大部分家庭对男女的教育期望

日益趋同 ,这一趋势在城市更为明显。几乎所有职业层的父母都希望子女获得大学学历 ,但中上阶

层的父母期待孩子获得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最多
[ 45]

。其他研究也表明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与

家长的文化程度 、职业 、家庭经济收入密切相关[ 35 ,44 , 46] 。

从科尔曼(Coleman)开始 ,教育期望被认为是家庭内部社会资本的重要指标 ,因为家庭期望高

低往往与父母对孩子的关注和投入成正比。他曾经指出 ,在传统社会中 ,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

家庭和邻里中成年人的“持续关注” ,这构成了儿童成长的重要社会资本 。但随着现代社会结构的

变化 ,社区邻里关系日趋淡漠 ,降低了儿童所获得的社会资本 ,不利于他们的成长 。其他的一些经

验研究均表明 ,父母对子女关心程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孩子们学业成绩的高低和在学校

里表现的好坏 ,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 47-48] ②

李国强和龚跃华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 ,把社会资本分为家庭(包括外部 、内部)、学校和学

生个人三个层次 。指出家庭内部社会资本中最重要因素是亲子互动③。学校层次社会资本包括纵

向联系(学校与上级 、当地政府以及学校下属部门 、教育链条的下游学校之间的联系)、横向联系(与

其他学校和机构 、组织)及社会联系(组织成员 ,尤其校长的社会交往和联系),这一层次社会资本在

重点和非重点学校之间差异上体现最为明显 。学生个人层次社会资本中重要者莫过于师生关系 ,

并受到学生家庭背景很大影响 。一项对江苏某学校的质性研究显示 ,教师最欢迎的是成绩好的学

生 、干部子弟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 49] 。国内学者对不同阶层的家庭外部社会资本的研究已经较为

深入 ,但仍主要集中于毕业生求职分析 ,对阶层间家庭内部社会资本及其与子女学业成就 、教育获

得关系的实证研究相对匮乏 ,这是仍需研究开拓的领域 。

(二)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的获得

高等教育(在此指正规大学及以上教育)是进入中上层职业的门槛 ,因此也是各阶层争夺最为

激烈的教育资源 。随着 1999年的高校扩招 ,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逐渐走向大众化教育 ,中上

阶层为了保持自身优势地位的代际传承 ,把目光转向了重点高校及前景较好的学科和专业 。因此

我们主要从高等教育的入学和学科专业选择两方面来探讨家庭阶层背景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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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家庭内部社会资本多寡与家庭社会地位的关系颇为复杂 , 高社会地位家庭不一定有高的内部社会资本 ,低社

会地位家庭的内部社会资本不一定低 , 如有报道指出一些“高知家庭”儿童患孤独症的较多。但结构异常家庭

的内部社会资本往往较少 ,典型的如单亲家庭和我国农村的“留守儿童” 。东北师大一项调查显示 ,农村初中学

生辍学率超过 40%, 其中 53%是因为厌学而非贫困。

当然我们还不能说两者间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 因为很有可能是孩子的学业成就优秀导致了家长的较高期

望 ,因此家庭教育期望和孩子的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

但城乡男生之间的职业期望水平没有显著区别 , 他们认为这表明农村青年尚未完全认识到教育在职业获得中

的重要性。



1.入学机会与高校学费之争

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研究中 ,最大的争论存在于公平和效率之间 ,焦点是为了保证公平或低

阶层子女能够获得高等教育 ,是否应该增加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和资助 。

首先来看一下不同阶层子女在高校入学机会上的分布 。建国初年 ,由于我国实行向工农阶层

倾斜的教育政策 ,使得工农子弟获得高等教育的比例迅速增加 ,工农子弟在 1952 年高校学生中比

例达到 20.5%,在 1958年高校新生中占 55.28%,1965年达到 71.2%
[ 50]

;但这一趋势在改革开放

后迅速逆转 。1980年对北京 8所学校入学新生家庭背景的抽样调查显示 ,农民和工人子弟分别占

20.2%、25%;而据北京招生办统计 ,1990年北京共录取新生 17 248人 ,工农子女缩减至 21%[ 7] 6 。

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 ,工农子女在高校所占的比例日益减少 ,尤其在重点高校;农民子女大多集中

在非重点、层次较低的高等院校 。谢维和等 1998年对全国 37所高校一年级和四年级近 7万名学

生的调查、杨东平对 7所不同类型和层次高校的调查都显示了这一趋势[ 51-52] 。谢作栩等利用“辈

出率”概念 ,通过对陕西 、福建 、浙江 、上海等地共 11所高校的 2 000多名学生家庭状况调查 ,指出

部属重点高校的入学机会明显偏向于那些拥有较多组织、经济和文化资源的社会上层子女;而社会

中下层子女只能获得那些具有地域性和职业性特征的公立高职院校的入学机会 。[ 53-54]这表明我

国中上阶层越来越趋向于为子女寻求更优质的高等教育 ,以拉开与因扩招而大量涌入高校的下层

子弟间的距离;下层家庭囿于经济等因素只能选择农林地质类或者较低层次的高校[ 55] ,甚至只能

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
[ 56]

。

针对这一现象 ,政府公共资源对高校的投入、学费上涨等问题受到公众和学者关注。主张减少

政府对高教投入 、支持学费上涨一派认为:(1)个人收益是高教收费基本理由 ,且随着改革开放深

入 ,我国教育收益率逐渐提高;(2)免费高教意味着公共财富转移支付给了中等及以上收入的家

庭;(3)是提高效率的需要;(4)有利于弥补公共财政投入的不足 ,使有限的公共资源投入到社会

边际产出更高的地方[ 57] 。他们认为在当前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下 ,低收入阶层对低收费政策缺乏

反应弹性 。高收费高资助政策具更显著效应 ,不仅明显改善教育公平性 ,也可提高教育资源的供给

总量
[ 58]

。

但是 ,我国资助体系尚不完善 ,到 2002年 6月底 ,实际获得贷款的学生仅占申请者的31%[ 59] 。

我国助学金的水平也明显偏低 ,不能有效提高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的资助水平;且资助方式也存在

问题 ,学生获得的公共资助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55] 58 。同时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往往对

学费的反应更为敏感 ,如果贫穷学生选择支付学费接受高等教育 ,那么他们就需要以减少其他基本

物品的消费为代价 ,或者仅限于选择某些类型的高校或专业[ 60] 。到 2002年 ,学费占农村居民和城

市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比例分别由 1996年的 68.6%和 37.0%,上升到 177.6%和 77.3%[ 59] 50 。

一个囊括 37所本科院校的调查显示 ,农民与非农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整体差距依然悬殊 ,

高教扩张并未消除这一问题;激增的高校收费使低收入弱势阶层子女在面对高等教育时遭遇更大

的障碍[ 61] 。因此笔者认为提倡高等教育高收费的观点忽略或者轻视了下层尤其是拥有一定文化

资本的下层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 。更为严重的是 ,没有认识到如果在缺乏完善有效资助体

系的前提下提高学费 ,必然会恶化下层子女的入学环境和家庭状况。我国高教不公平的症结在于

制度性原因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改革开放 20年来的社会稳定基本上是靠社会上层的“精英结盟”

来实现的 ,因而各种改革政策的出台总的来说是有利于社会上层集团利益的 ,高教领域也不例

外
[ 60] 66

。

2.学科专业选择分析

布迪厄在《继承人》中指出:“教育系统客观地进行着淘汰 ,阶级地位越低受害越深。但是 ,人们

对教育方面不平等的某些较为隐蔽的形式———如中下层阶级子女集中于某些专业并且学习进度迟

缓———觉察的不够。”
[ 62]
高校专业的选读与未来的职业的存在着密切关系 ,尤其随着职业不断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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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的学历化 ,某些职业群体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获得依赖于其成员的学位取得(国家控制的高等

精英教育的学位),也由此奠定了该职业的精英地位[ 63] 。一个逐渐成熟的行业 ,随着国家对其承认

(或保护)程度的不断加强 ,其在整个社会行业结构中的地位不断升高 ,而其成员的准入资格也往往

更趋于严格。正规专业化学习虽非进入资格的充分条件 ,但通常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而一旦进

入该职业团体 ,往往意味着较高的收入、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一般来说 ,一个职业的社会封闭性

(指对外排斥 ,而非被外界排斥)越高 ,其地位也相应地越高;因此对高校不同专业的选择不仅与学

生个人兴趣取向有关 ,也是对未来社会地位的选择 。

随着高校的扩招 ,专业的阶层分化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 。刘宏元 1995年对武汉大学新生

的调查显示 ,在该校“热线学科”专业中 ,农民 、工人子女的比例进一步低于其在总体中的比例 ,而在

“基础学科”专业中则相反 。党政 、企事业单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更多进入计算机科学 、国际

贸易 、国际金融等专业 ,几乎形成垄断地位
[ 64]

。余小波对某电力学院 2000级学生的问卷调查也发

现 ,热门专业中的干部子女明显多于工农子女 ,而农民子女愈是选择热门专业 ,就愈是要付出更高

的实际录取分[ 65] 。陆根书等的调查显示 ,家庭收入水平越低 ,学生越倾向于选择师范 、农林地矿工

程和农学等专业;而家庭收入水平越高 ,学生则越倾向于选择工程 、外语 、新闻 、艺术 、经管 、法律以

及医学专业
[ 55] 57

。其他一些研究也都表明 ,学生在不同学科专业的分布上 ,越来越具有阶层属性 ,

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多地选择热门和艺术类专业;而低阶层子女更多选择冷门专业[ 66-67] 。学者对

这一现象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提出解释。一是从理性决策角度考虑 ,不同阶层家庭选择专业时具有

不同的风险考量 ,因为冷门专业相对学费少 ,风险小 ,录取机会大 ,而复读一年再高考对下层家庭来

说不仅是一笔不小的经济损失 ,也是一种机会损失;高收入阶层子女由于拥有较多入学机会 ,其在

选择科类和专业时更多地考虑该专业的个人预期收益。二是不同阶层之间的信息不平等 ,下层家

庭由于与外界接触面狭窄 ,缺乏社会关系 ,不能获得有关专业及其发展前景的有效信息。三是文化

资本的效用 ,有些专业如艺术类需要从童年开始长时间的辅导和培训 ,只有拥有充分经济资源和文

化资本的家庭才能承担和运作 ,而非下层子女所能想望[ 68] 。但这些解释大多停留于假想阶段 ,鲜

有通过实证研究来进行验证的 ,也是我们未来的研究需要澄清之处。

四 、总结和讨论

综上所述 ,总体而言 ,在改革开放前 ,我国的教育分层中集体排斥占了很大成分 ,往往以阶级成

分论“成败” ;改革开放之后集体排斥作用下降 ,个体排斥凸现 ,渐为主流① ,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教

育获得趋向于平等化 。帕金指出 ,个体排斥虽更易为社会成员接受 ,但其后果与集体排斥是一样

的。[ 4] 65只要机会和资源有限 ,以资源转化(resource t ransfer)为主的阶层再生产模式始终将占据代

际传递的主要位置
[ 14] 10

。即使在国家力量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改革开放前 ,这一模式也具有举足

轻重的影响。

对英格兰、威尔士和日本的研究表明 ,在教育扩展的不同阶段 ,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会呈现不同

特征:教育扩展早期可能带来更大程度的不平等 ,只有在后期才有可能降低特定教育层次上的机会

不平等
[ 69-70]

。鉴于此 ,有学者提出中国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很可能将呈现着一种与收入分配

相关联的 、具有库兹涅茨曲线特征的变化过程[ 59] 54 ,但在“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假设”(简称 MM I)

看来 ,要达到教育平等只是下层阶级的一厢情愿罢了[ 71] 。随着高等院校的扩招 ,中上阶层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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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国教育制度至今尚不能真正达到由集体性排斥向个体性排斥的转变。最显著的高等教育不平等就是城乡

分割的教育制度下基础教育阶段机会不平等累积的结果;招生计划在地区间分配失衡;录取过程中的一些制

度性缺陷 ,都导致高教机会更多流向中上阶层 ,拉大了阶层差异。



对高教需求基本已达到饱和 ,他们转而寻求更加优质 、效用更高的高等教育 ,下层子弟因此才得以

进入高教领域。郝大海利用全国城市抽样数据验证了该假设 ,并指出只有推进社会资源的平等化

才能真正促进教育机会的平等化
[ 72]

。因此学者呼吁在事实上存在巨大社会不平等的现实中 ,仅仅

对弱势群体“一视同仁”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采取向弱势群体倾斜的“补偿性原则” ,才能有效减少不

公平[ 7] 9 , ①。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 ,我们发现有关我国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的研究中 ,实证研究居多 ,但刘精

明 、李煜等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建构相对系统的理论解释 ,尝试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视角出发 ,与西

方的社会分层(包括教育分层)理论进行对话和整合[ 31] 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我们仍在某些领域

有所缺失 ,尤其对教育分层的具体机制研究不足 ,阶层背景如何影响教育获得的途径和手段依然朦

胧 ,如对社会资本在教育获得中的作用的研究也基本付之阙如。因此 ,如何进一步挖掘研究我国教

育分层的现状 ,并提出理论解释 ,有待我们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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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 ,高的社会地位 , 并不能自动的 , 也不能全部的有利于出身于它的人(参见文献[ 62] 33)。

通过对不同教育水平体力劳动者子代的比较研究 , 刘精明(2006)指出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低阶层向优势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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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Educational Equality in China:A Critic Review

Hong Yanbi　Qian M inhui

Abstract　With Parkin' s social exclusion theory as stand point , this article review s the bundles of literatures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educational equality of China.The autho rs show that the standard of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transmits

f rom collectivity to individuality gradually.However , under the backg round of educational expansion , the educational in-

equality remains a serious problem.And we suggest that the students should pay more a ttentions to the specific mecha-

nisms of interplay between social origins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s in researches.

Key words　Social stratification;Educa tional equality;Social exclusion (责任编辑:连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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